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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刘鉴泉先生的“性说”，立足于孟子的性善论，融汇儒道天人一贯，尽

人以合天的思想，批判了告子人兽不分的错误，进而批判了西方文化“适者生存”，

把人视为动物的社会进化论；批判了自七十子裔以来历代“性说”论者在视“善”为

性的同时，亦视“恶”为性的肤浅与荒谬，进而高扬了作者“任天”、“圆道”的学

术理想与人生理想。由于其学说诞生于后五四时期，因此具有相当强烈的针对性和深

远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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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鉴泉先生《推十书·内书》① 的《故性》（1921）、《善恶》（1928-1930）两文立足于

先秦儒家元典，以“明统知类”的梳理手法，批评了中国哲学史上各种“性善性恶”的歧

说。在自然与当然，存在与价值的系统辨析中，表达了作者“任天”、“圆道”、“诚者自

成”、天人群己一以贯之的深刻思想。鉴泉先生的“性说”一方面与“学术”贯通起来，认

为一切学问无非求善，扩充了儒家性情思想的内涵，另一方面，又将“性说”与人生哲学相

结合，借以探讨人生的目的，以儒家、道家“尽人以合天”的人生理想回应了“以物道概人

道”的社会进化论，这是值得我们认真研究的。  

一 

刘鉴泉先生的《故性》一文，开篇即有惊人之语：“学术之多歧，由性说之不一。”是故

“道之裂，治学之变，皆性之不明也。不揣其本而齐其末，是以各执一而皆穷。”[1]（第4

44，445页）把学术视为性情摇荡的结果，自曹丕《典论·论文》以来，本不足为奇，但

是，鉴泉先生以“天”为根本，视天人一贯为学术的最高理想，这就把中国哲学的精神突显

了出来。由于这篇文章写于五四运动之后的1921年，所以不能不说刘鉴泉先生对当时“不揣

其本而齐其末”的学术方法是持否定态度的，因为其结果只能是“各执一而皆穷”。 

将儒家的“性说”与学术的流变联系起来，在理论上有两个指向：第一，“学者，学为人而

已。”“凡人之所以学问思辨者，无非求善。” [1] （第416，420页）这是鉴泉先生将天

下所有学问视为由天、而命、而性、而情，自然显发的结果。刘鉴泉先生的祖父刘止唐先生

早就讨论过“学术之多歧”的问题：“道之不明，固传授失真，亦由三教书籍寓言太多，不

特佛老也，即儒门亦然。”（《子问》卷一）② 性本于天，下贯于人，而显发为人的七情

六欲，这就是学术多歧，道之不明的根本原因。但是刘止唐先生毕竟语焉不详。真正舒畅其

论的是刘鉴泉先生。由于鉴泉先生思想的根本是“任天”、“圆道”，所以，其“性说”的

目的是为了拯救“道之裂”的学术现状，字里行间潜伏着一种深沉的担待精神。第二，以往

论“性说”者，均就事论事，惟论性善性恶而已，但鉴泉先生却将儒家的“性说”与天下学

术结合起来，不仅丰富了“性说”的内涵，而且以整合天人群己的气度，拔高了儒家“性

说”的地位。这种创造性的诠释理路，在各种奇谈异说喧嚣尘上的五四时期，体现了鉴泉先



生巨大的理论勇气和坚如磐石的文化认同感。 

“故性”之题是有深意的。“故性”的“故”，就是孟子“天下之言性也，则故而已矣。故

者以利为本”（《孟子·离娄下》）中的“故”。赵岐注云：“言天下万物之情性，当顺其

故，则利之也。改戾其性，则失其利矣。若以杞柳为桮棬，非杞柳之性也。”[2]（第584

页）以利释故，为孟子本义。《易·文言传》云：“利者，义之和也。”《荀子·修身篇》

云：“以善和人者谓之顺。”所以，焦循疏云：“利之义为顺，故虞翻《易》注谓巽为利，

是利为顺其故也。”[2]（第585页）由是可知，《孟子》文本中的“故”字，训为“顺”。

根据鉴泉先生“任天”、“圆道”的学术宗旨，笔者以为，“故性”之题的“故”字当有三

义：第一，“性”是“天生烝民”、“降衷于民”，而民“好是懿德”的承天之善。在鉴泉

先生看来，孟子的性善论是顺天之性的产物，是与宇宙万物浑然一体的中和之德，与孔子的

“性相近”，子思子的“至诚不息”是一脉相承的。第二，鉴泉先生认为孟子之所以说“禹

之行水也，行其所无事也”（《离娄下》），是因为孟子“所恶于智者，为其凿也”。人之

性上承于天，顺其自然之性，“行其所无事”，则“集义与道”，养浩然之气，充塞宇宙，

上下与天地同流：“天之高也，星辰之远也，苟求其故，千岁之日至，可坐而致也。”

（《离娄下》）此之谓善，但是，如果不顺其自然，穿凿造作，以人逆天，则为“恶”了。

第三，“诚者自成”（《礼记·中庸》），“内尽于己”（《礼记·祭统》），就是顺天生

之性以养情。鉴泉先生继承其祖父刘止唐先生的理路，以《易传》“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

者善，成之者性”的表述来说明由自然而当然，由存在而价值，天生人成，协和于天地的过

程。 

《故性》在批驳了荀子、世硕、宓子、漆雕子、公孙尼子，再到董仲舒、王充、韩愈、李

翱、程朱、戴震、陆世仪、陈澧等各种有关“性说”的偏误之后，鉴泉先生引用了刘止唐先

生诠释孟子的“要言”：  

性如光明宝烛，质如灯笼。上智之人，水晶琉璃为灯笼者；中智之人，纱绢纸帛为灯

笼者；下智之人，则木为灯笼者也。究之其内，有烛则不异。存心养气，化其气质之

拘，是去灯笼之蔽也。扩充克治，去其物欲之蔽，是增益光明之烛也。[1]（第444

页） 

鉴泉先生的思想有三个理论来源：其一是以其祖父刘止唐先生为核心的家学渊源，由于刘止

唐先生之哲学思想的核心是推崇陆九渊、王阳明的心学传统，由此而奠定了刘鉴泉先生的思

想实质。鉴泉先生曾亲口对五四时期青年诗人吴芳吉③ 讲：“中国之道，在合宇宙人神内

外心气，不隔不断，是以兼顾二路，衡之人我家国天下，从之祖父儿孙昆裔。”“华人尽其

在己，故于宇宙，毋庸造作，无何责任。责任也者，哲人云尔。华人有术无学，术可言也，

学不可言也，抑恶有所谓学哉！术也者，所以学为适应宇宙之事也。从本身用工夫，何时成

己，亦即成人。”[3]（第1371-1372页）其二是清代史学家章学诚考镜源流、明统知类的校

雠学，其三为五四时期翻波涌浪的人文思潮。对于鉴泉先生的思想体系来讲，三者都极为重

要，缺一不可。尤其是刘止唐先生的思想，对鉴泉先生的影响可谓铭骨刻心，一直是鉴泉先

生回应五四时期各种奇谈异说的精神源泉。 

以灯笼的内外形制来形象地说明孟子的性善论、性情论，据笔者目前所知，刘止唐先生为第

一人。以“光明宝烛”喻“性”，以“灯笼”材料喻“质”（填充料），把孟子仁、义、

礼、智四端之性与恻隐、是非、辞让、羞恶之“情”形容得相当精妙。韩愈持性之“三品”

说，似乎导源于孔子“惟上智与下愚不移”（《论语·阳货》），但是孔子在这里指的是人



的“智”与“愚”，不是由天降衷于民的“性”，因此，韩愈的“三品”说，混淆了性与

情，用止唐先生的话来讲，就是混淆了宝烛与灯笼的区别。止唐先生认定人有天生的区别，

但是，区别仅限于“智”，故得孔子、孟子上承《诗》、《书》而来的天命思想之精髓。换

言之，就智力来讲，人虽有“水晶琉璃”、“纱绢纸帛”与“木为灯笼”的高下之分，但

是，“究之其内，有烛则不异。存心养气，化其气质之拘，是去灯笼之蔽也。扩充克治，去

其物欲之蔽，是增益光明之烛也”。根据这里的表述，我们可以知道，性与情，不仅有先与

后的区别，而且也有内与外的区别，但人生的目标乃是任天之道，以“存心养气，化其气质

之拘”为始，而以“扩充克治，去其物欲之蔽”为终。一方面是天生的“性相近”，“性善

论”之“天爵”的天赋平等，另一方面是后天“存心养气”、“增益光明之烛”的终极境界

和目标的一致。而且有“有烛则不异”一句，正显示了“灯笼”说与“三品”说的霄壤之

别。刘鉴泉先生绎之云：“宝烛者，先天之心，受中之本然，坎性也。灯笼者，后天之心，

气质之拘蔽，离情也。烛无无光者，故性无不善，笼有明处有晦处，虽水晶琉璃与木皆然，

故情有善有不善。孔子言‘性相近’者，谓烛虽有大小而无无光者也；‘习相远’者，为纸

帛之笼，尘蒙则晦，拭之则明。”[1]（第444页）鉴泉先生的这段抽绎实际上也是来自其祖

父刘止唐先生。止唐先生在其《子问》（卷一）中云：“乾坤以坎离为用，坎离以乾坤为

体。天地非判然二物，阴阳亦交济成能。人心先天为乾，后天为离；人命先天为坤，后天为

坎。乾坤破而为离坎，生生化化者不穷。”[4]（第13页）类似的表述还见于止唐先生的

《又问》：“惟乾坤无日不交，故乾变而为离而有日，坤变而为坎而有月。日月往来，天地

无日不交。然后生生化化于不穷。心在先天，乾性也。后天变为离情，性转而为情。先天坤

命也，后天变为坎卦，命转而为性。”[5]（第68页）坎上坎下，刚正在内，阳而不发，故

为性；离上离下，柔顺为主而化成天下，故为情。由于这种诠释深合《易》、《庸》的理

路，因此是符合先秦儒家天、命、性、情一以贯之之精神的。 

由于有了这样一个生动、形象而深刻的比喻作为依据，鉴泉先生对中国哲学史上有关性善性

恶的各种评价就特别到位、准确：“荀言性恶者，据笼之晦处也。告子言性无善无不善者，

后世禅家离形之说，谓去笼则无明晦，因谓无光者也。或曰：‘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

者，据纸帛之笼也。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者，据琉璃木石之笼，以孔之言质者以言性

也。硕、尼、董言性有善有恶，扬言善恶混，程朱言义理气质者，皆据笼之有明处有晦处

也。所谓义理者即在气质中，乃笼之明处耳，非烛之光也。故孔孟之言性指烛光，而诸人之

言性皆指灯笼。”[1]（第444-445页） 鉴泉先生的批评不仅准确地抓住了历来各种“性

说”的病根在于没有领会孔子、孟子思想中天道、人道一以贯之的精神，没有从根本上认识

到“在中国文化史上，由孔子而确实发现了普遍地人间，亦即打破了一切人与人的不合理的

封域，而承认只要是人便是同类的、便是平等的理念。”[6]（第64页）而且，最终草蛇灰

线，千里伏脉，不脱告子“生之谓性”：“夫笼之不全明晦，童子知之，何事于辨乎？其所

以蔽于笼者，则由以生为性，故皆莫出于告子之范围。告子之说，孟子固已明辨之矣。性固

人所以生，而所以生非皆性，筋血骨肉皆所以生也。”[1]（第445页） 从思想内容来讲，

鉴泉先生极为重视孔孟的人文主义精神，从方法论上来讲，鉴泉先生考镜源流，明统知类，

千条江河归大海，由是而强化了孟子与告子之间那场重要的论战，因而也就突显了孟子性善

论的地位。  

二 

《善恶》一文以问答驳辩的形式，对性之善、 恶两个范畴进行了深入的探讨，系统地表达

了作者天人性情，一以贯之，事实价值相须不离的“宇宙一元，物皆同质”的观点，一方面



详细分析了善为本，恶为末，善为天常，恶为末变的关系，另一方面也进一步论证了孟子

“性善论”的合理性，其理论的目的是批判“效彼鸷鸟猛兽，则又人之变态而非其常正”

[1]（第452页）弱肉强食的进化论思想。 

《善恶》认为：“中国先哲无谓宇宙为二物者，皆以一元为善。”[1]（第452页） 因此，

“道歧于自然与当然之离。离者末也，合者本也。既离而后有天人义利之辨，皆所以复之自

然也。而学者弗原其本，以为是固二而不相合，则误矣。”[1]（第454页）具体到性之善、

恶，鉴泉先生云：“善性乃自然，善则当然，事实价值之不可混同，性善二字本已难于联

合，论大自然，则宇宙一元之结论为凡言形上者所不能避，而当然则善与恶相对为二。苟一

元为善，则恶乌由生？”[1]（第446页）这正是《善恶》一文要着力解决的基本问题。鉴泉

先生云：“道家言善而更谓大自然善。”儒家“《易传》谓‘继之者善’，亦谓大自然

善。”[1]（第446页）由此而进一步表述曰：“善之准在先，完成其生，即是善性，即人所

以生。生是自然，自然本善。凡当然悉本于自然。世所见自然之不当然者，非自然之常与

本，乃其末变。”[1]（第446页）这里的“末变”，就是“恶”，就是“自然”之“变”，

鉴泉先生谓之“不然”。“夫所谓不然者，然之反也。不然岂本然耶？不然固可能也。而论

本然者，岂谓可能耶？物皆有毁之可能，岂可因而谓毁为本然耶？ 耳有聋之可能，耳本聋

乎？目有盲之可能，目本盲乎？纵言之，火有灭之可能，火本灭乎？人有死之可能，人本死

乎？人心之滛而为恶以失其性，正聋盲灭死之类也。”[1]（第449页）所以，“夫恶犹病

也。人未尝因人之病而谓人本不健康，因人之狂而谓人本不清明，则何可因物事之有恶而谓

大自然与人性本为不善耶？故善也者，自然之常也；恶也者，自然之变也。一物之二态也，

非二物也。故称善恶者，亦曰‘贞滛’，贞，正也；滛，过也。一切恶皆过耳，岂别一物

耶？且二态虽相对而非并立，此变态者非其物之成，乃其物之毁。”[1]（第449页）鉴泉先

生的意思是，告子“性无善无不善”，公都子称或曰“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七十子

裔世硕、宓子、漆雕子、公孙尼子等人皆言“性有善，有不善”，均析善、恶为二物，此皆

“不揣其本而齐其末”之病。不同程度上来讲，从汉代的董仲舒、王充、到唐代的韩愈、李

翱，再到宋明以后的程朱、戴震、陆世仪、陈澧等等，均不能懂得“善之本于自然，一切善

乃可立”，“性无善恶论者不能立善之大”[1]（第446页）的根本道理，从而突显了上承于

《诗》、《书》的孔子、孟子天命观之天人群己一以贯之之思想的伟大。 

鉴泉先生“性说”的最后归宿为人生论。鉴泉先生以为，既然“善也者，自然之常也；恶也

者，自然之变也。一物二态也”，[1]（第449页）那么，自然、宇宙就是最大的善。由于人

与宇宙是一体的，而天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谓易，所以，鉴泉先生进而以为，“生”乃是最

大的“善”。或问曰：“若子之言，是非告子所谓生之谓性欤？告子固曰：‘性无善无不善

也。’”鉴泉先生曰：“‘生之谓性’之言，失在空虚不析，本非绝缪。”“告子之谬，乃

正在不知生性之为善，是诚思一切善之本于生，则‘生之谓性’，适足以证性之善耳。”

[1]（第450页）鉴泉先生的意思是，人生于天， 而天地之大德曰生，则生为自然，自然为

善，则生之为善。鉴泉先生的“生”是贯通天人的“生”，而告子的“生”则是与犬牛没有

任何区别的“生”。告子没有认识到人与天的关系，没有认识到人之性根源于天的重要性。

因此，“空虚不析”，而堕入荒谬。此之为不识源、不知天。人只有认识到了天的创生性，

才有可能把握到人生真正的目的，从而把握到真正的“善”。由此而推出“一切学问，无非

求善。无善则无价值，无价值则无学说可言。”[1]（第422页）鉴泉先生所谓的“学问”，

就是“吾华先圣之道”，其内容就是“尽人以合天”。鉴泉先生云：“天者，宇宙之总名

也。人在宇宙中，故不能超之，亦不能变之，彼持斗争分别之态以对宇宙者，妄也。”[1]

（第422页）这一表述，既否定了佛教“超轮回而常住”自相矛盾的观点，也否定了社会进



化论者逆天而动，纷争不息的状态，同时也就将中国哲学中生命哲学的观点展现了出来：

“故《易》曰：‘成象之谓乾，效法之谓坤。’老子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

自然。’吾华先圣之观宇宙，不于现象之外更求本体，盖知更求之徒劳而不可得也。”[1]

（第422页）“知更求之徒劳而不可得”一句，指的是注重一些似是而非的身外之物，致使

人们情志大动，最终“两足空无一物”而走向悲观主义的西方文化。 

鉴泉先生之“道法自然”的“自然”，是有其特定含义的：“圣人知宇宙之相续相联，故其

言人道曰：上事天地父母，而下传子孙，全其所得于天地父母之性命，而与天地父母同其久

大，是为大孝。”因此，“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凡事亲如天，事天如亲。”[1]（第423

页）这些表述的本质在于，鉴泉先生认为儒家基于“亲亲之爱”的仁学，是人上承于天，自

然而然的自然情感，是不得不然的人之所以为人者应当遵循的宇宙法则，是人生的最终目

的，因而也就是最大的善。 

总之，鉴泉先生的“性说”，立足于孟子的性善论，融汇儒道天人一贯，尽人以合天的思

想，批判了告子人兽不分的错误，进而批判了西方文化“适者生存”，把人视为动物的社会

进化论；批判了自七十子裔以来历代“性说”论者在视“善”为性的同时，亦视“恶”为性

的肤浅与荒谬，进而高扬了作者“任天”、“圆道”的学术理想与人生理想。值得注意的

是，其学说诞生于后五四时期，具有相当强烈的针对性，因而具有深远的意义。  

注释： 

① 刘鉴泉，名咸炘，别号宥斋，生卒于1896-1932。祖籍成都双流，家世业儒，为成都大

学、四川大学教授，与著名学者蒙文通、唐迪风（唐君毅之父）等为知交。 武汉大学萧萐

父先生在其《刘鉴泉先生的学思成就及其时代意义》一文中指出：“刘鉴泉先生玄思独运，

驰骋古今，所取得的学术成就最为突兀，堪称近世蜀学中的一朵奇葩。”（见氏著：《吹沙

二集》，巴蜀书社1999年版，第454页）萧萐父先生又在刘鉴泉先生《推十书·序》中写

道：“《推十书》，乃英年夭逝的天才学者刘鉴泉先生之重要遗著，是其所撰哲学纲旨、诸

子学、史志学、文艺学、校雠目录学及其他杂著之总集，都二百三十一种，四百七十五

卷。”（见氏著：《吹沙二集》，巴蜀书社1999年版，第460页）刘鉴泉先生的学术成就还

受到过陈寅恪、梁漱溟等先生的欣赏和赞誉。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刘鉴泉先生的学术成就

湮没无闻，没有得到当代学术界应有的重视。 

② 刘止唐，名沅，生卒于1767-1855，祖籍成都双流，被列入《清史·儒林传》。其著作有

《槐轩全书》（四川省图书馆有线装本），其中哲学方面除《四书恒解》、《周易恒解》、

《诗经恒解》、《书经恒解》、《春秋恒解》、《周官恒解》、《礼记恒解》、《孝经恒

解》、《大学古本质言》外，还有《正讹》、《子问》、《又问》、《约言》、《拾余四

种》等，其学业多受自其父刘汝钦先生（精于《易》学，洞彻性理）。止唐先生认为，真正

的圣学圣道至汉代以后，已被弄得面目全非，并且认定韩愈、周敦颐、张载、邵雍、程朱的

思想都歪曲了孔子孟子的真义，致使圣学不传。他在其《槐轩约言》中说：“吾以圣人之道

定百家，不以百家之谬溷圣贤。”这种精神完全被五四时期的刘鉴泉先生继承了。 

③ 吴芳吉，字碧柳，生卒于1896-1932，四川江津人。五四时期青年诗人，现有《吴芳吉

集》传世。吴为后五四时期中国新体诗的开路者之一。与刘鉴泉先生同任教职，同气相求，

结为知交。吴称自己为刘鉴泉先生“半友生半私淑之弟”。吴、刘二人同年生、卒，二人德

业双修，璀璨交辉，萧萐父先生称他们二人为近世蜀学史上的双子星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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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Thought of the Human nature of Mr. Liu Jianquan

OUYANG Zhenren 

Biography: OUYANG Zhenren(1961-),male, Associate professor, The Internatio

nal Student College, Wuhan University, majoring in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philosophy. 

Abstract: The thought of the human nature of Mr. Liu Jianquan based upon t

he original goodness of human nature of Mencius, harmonized the thought c

o-operation between Tian and man of Confucianism and Taoism, through criti

cizing the mistake of gaozi about mixing up man and animal, criticized the 

social evolutionism, through criticizing the mistake of evil is one of the 

nature of human, and raised the ideals of the academy and the life. The th

ought has good strength and special meaning in the May 4th Mov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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